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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袁浦盐场盐民的”H常反抗”
与上海地区盐业制度的变动*

桂 强

[摘 要]全面抗战爆发后,H伪政权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收购袁浦盐场产盐,米价的上涨,致使米价与
食盐收价的比率持续扩大,进而影响盐民生计,使得盐民主要采取走私方式来反抗H伪政权的盐统制。盐
民的”H常反抗”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H伪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在上海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食盐运
销体系,致使H伪”官收官运官销”的盐业制度陷入崩溃。虽然盐民在H常生活中的反抗基本上是自发的、
分散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作用。抗H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我们
需要关注到这些被迫留在沦陷区生活的民众,他们对H伪政权的”H常反抗”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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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H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沦陷区民众反抗
H伪政治统治的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但主要集中于探讨沦陷区民众的武装反抗,对 ”H常反抗”的研
究,较少涉及①。大多数学者虽然都认为”H常反抗”破坏了H伪政权的统治,但是未能深入探究如何
破坏了H伪政权的统治。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民众在H常生活中的反抗基本上是自发的、分散的,既
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受压迫、被宰割的悲惨处境,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②。有鉴
于此,本文以沦陷时期上海地区为中心③,来探讨盐民对H伪政府的”H常反抗”及其意义④。

一 全面抗战前食盐生产、流通与盐民的日常生计

全面抗战前,上海范围内所设的袁浦盐场对盐民生产严格控制,食盐运销主要采取专商引岸制。
此外,被严格控制的盐民生活十分贫苦,再加上食盐收价与售价之间的巨大差异,致使盐民常常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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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面抗战时期华中沦陷区民众对H伪政府的‘H常反抗,研究”(24CZS05),上海哲社
规划项目”H本侵华对江南经济的破坏研究1937—1945”(2023ZLS003)。
本文所指的”H常反抗”含义主要是区别于武装斗争,如农民和催征吏在田赋征收中采取请愿要求减免赋税、拖欠、辞职等方
式来反抗H伪政府统治,而在本文中盐民采取走私等方式来反抗H伪政府统治也可看成是一种”H常反抗”。
耿仕信:《抗战时期沦陷区民族工商业的处境及其抗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113～118页;陈晶:《论H伪
统治时期抚顺煤矿工人的反抗斗争》,《”九一八”研究》2016年第1辑,第304～310页。
沦陷时期的上海还包括宝山、南汇、奉贤、嘉定、崇明、上海、川沙7县,抗战前属江苏省管辖,1937年12月,伪上海大道政府
成立,7县划归其管辖。1938年3月,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伪上海大道政府改隶伪维新政府,1938年10月16
H,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1940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改隶汪伪行政院直属(参见郑宝恒:《民国时期政
区沿革》,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24～725页)。
目前对沦陷区盐业史的研究相对于国统区略显薄弱,主要集中于H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掠夺,其他方面如本文所探讨
的盐务管理制度,研究较少[参见钟长永:《H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盐业的劫掠》,《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3～8页;郭明
涛:《H本对长芦盐的掠夺与食盐统制配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07年]。沦陷区盐务管理制度研究的代
表作是潘健的《汪伪政府盐政研究》,该文着重探讨汪伪政府建立初期的盐政整理措施。该文认为:”抗战时期,由H本扶持
的汪伪政府出于增加盐税收入与收买沦陷区民心的考量,对其统治下的华中地区的盐政进行了‘以恢复旧制为揭猪,的整
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参见潘健:《汪伪政府盐政研究》,《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19～25页)不过,汪伪盐务管理
制度是否真的是恢复旧制,抑或是盐务管理体制的新建,值得进一步思考。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汪伪政府虽然提出”以恢复旧
制为揭猪”,但并未真正恢复旧制,而是在统制经济体制下,为配合H军的掠夺和殖民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对食盐的控制。



走私的方式来反抗政府的统治,尤其在米价上涨时,反抗行为则更为明显。不过总体来看反抗行为仍
属可控,所以专商引岸制度仍得以维持。

1.全面抗战前食盐的生产与流通
全面抗战前,上海范围内的袁浦盐场对盐民生产活动严格管控。民国初年上海范围内的盐场共

有4个,分别是袁浦场、青村场、两浦场、崇明场。到1932年,由于崇明场每年产盐量仅为4900余担,
不符合经济生产条件,因此裁撤该场。1933年,由于袁浦、青村、两浦三场场境相近,因此合并为袁浦
场①。盐民晒盐,要向主管机关盐廒或盐公堂申领执照,方准晒制。每天晒成的盐也须全部解送到盐
廒或盐公堂去②。袁浦盐场产盐由廒商向盐民购买,收价由盐场公署核定,民国初年,每斤盐给钱30
文,合银元每担1元有零(银元时价有所涨落,每元约有2800—3000余文),没有淡旺季收价之分③。

抗战前,食盐的运销主要采取专商引岸制度。食盐流通自古受地理环境和习俗等因素的影响。
唐以前,并没有法定销区④。销界制度的实行源自唐专卖制度。宋、元、明、清相承,均划定引岸,行销
范围依旧。抗战前上海属于两浙销区⑤。民国初年,沿用清制,采用专商引岸制,招商认运⑥。所谓专
商引岸制,就是由政府特许的固定商人,向指定的产地购盐,运往划定的销地行销⑦。在食盐引销区
域内,政府只准一家或数家盐商专卖。百姓购盐也不许跨越引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界强烈要
求废除专商引岸制。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盐法》,规定废除引岸,食盐就场征税,任由人民
自由买卖,任何人不得垄断⑧。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新盐法》在抗战前未能实行。袁浦盐场的产盐
也称松盐,其行销区域为两浙盐区中的苏五属(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及安徽的朗溪县,有引
地、帑引地、减税地和租界及特区之分,其实主要运销上海地区⑨。另外,专商引岸制度的顺利运行,
也要得益于政府对盐民的控制,因为只有盐民上缴足够的盐到盐廒或盐公堂去,才能保证运商能够买
到所需的食盐。

2.盐民的日常生计
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盐民主要以制盐为生,并且生活十分穷苦。因为袁浦盐场地处东海之滨,虽然

周围面积广大,但是不适宜种植谷物,所以附近的民众除了极少数做工或捕鱼外,大多都是引水制盐,
以为生计。另外,由于食盐的收价,政府控制得过低,再加上其他各种剥削,所以盐民生活十分悲
惨�,-。据当时相关资料估计,1户盐民按每个晒板H出3斤,10块盐板出盐30斤来统计,每天至多能
生产3角钱,并且如果遇到雨天又全无收入,所以5口之家较难维持生计�,.。当时还有很多歌谣反映
袁浦盐场盐民生活之苦。比如有歌谣唱”有了早晨没夜头,东头搬到西头,搬来搬去没有吃头,有女不
嫁海头”;”前世不修,投到海头,肩压重担,尽晒H头,屁股向前,夹根竹头,走路向后,手拿讨饭棒”�,/。
盐民穷苦的生活在当时也并非袁浦盐场所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同属两浙盐区的余姚场,盐
民住的是草舍,吃的是糙米和臭腌菜或是已经霉化了的咸鱼,茶水是带咸味的,就是所吸的空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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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秋、周维亮合编,朱玖莹校订:《中华盐业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5～386页。

�,. 华光:《江苏金山卫盐民生活散记》,《教育与民众》第8卷第8期,1937年4月28H,第1343～1345页。
上海市粮食局《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粮食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
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
《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通志·盐业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
田野秋、周维亮合编,朱玖莹校订:《中华盐业史》,第373页。
董巽观、徐仰藤、杜保曾:《专商引岸时期的两浙盐务见闻》,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粹(经济卷)》上册,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国民政府公布之盐法》(1931年5月30H),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
(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188页。
田野秋、周维亮合编,朱玖莹校订:《中华盐业史》,第387页;尹玲玲:《试论近代上海的食盐行销》,《都市文化研究》2021年第
2辑,第149～166页。
曾有时人列举过余姚盐场的剥削方式,如盐民集盐时克扣其担头斤两;巧立名目在盐价内扣除每板三四分之公担费用以饱
私囊;放高利贷与盐民,盘剥重利,利息每4月2分,常年在五六分之间(参见涛:《如此盐场:十余万盐民的悲惨生活》,《国
讯》第127期,1936年4月21H,第431～432页)。
柳国瑜主编:《奉贤盐政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141页。



带了一种令人受不了的咸气味①。除此之外,各地有关盐民生活艰辛的报道也比比皆是②。
面对收价过低导致的生活困苦,盐民也常常提出酌加盐价,不过常为政府所拒绝。1934年,袁浦

盐场盐民代表王春友等人致函松江盐运副使,称近来因为生活成本提高,而盐价仍和以前一样,导致
盐民虽然尽心竭力,仍然不能瞻养一家,势必尽为饿殍。所以,盐民联名呈请松江盐运副使下令盐商
公会酌加盐价,每担给洋1元2角。然而,盐民的请求却被盐运副使所拒绝。因为盐商要求在增加盐
价的同时增加售价,所以盐运副使认为这会影响食盐销售③。

另外,官盐的售价,不像收价一样,而是处于相对较高的价格,致使收价和售价之间,存在较大的
价差,因此生活穷苦的盐民主要通过食盐走私进行”H常反抗”也就成为一种常态。据记载,袁浦盐场
的官盐在成本1元以外,要加上国税7元以上,再加上水脚、装包、搬运等各项杂费,最终售价在十二
三元一担。显而易见,其中盐民所得有限。由于官盐的售价如此昂贵,而盐民缴盐的价格又相对低
廉,袁浦盐场的盐民,为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以及有感于官盐售价的高利,贩卖私盐也就应运而生。
而食盐事关国税,所以政府也不得不严密防范私贩。在金山卫,盐场每天都派有巡警到盐民家中去查
看,不准有私藏事情,甚至在括板盐的时候,前去监视。完毕以后,在盐筐中敲上”硬印子”,以防偷藏,
并且插上竹牌,命盐民速去盐廒缴盐④。另外,到1936年6月,松江盐运副使为了防止盐民走私,甚
至规定每年每板至少缴盐317斤,倘若至年底缴盐不足定额,须缴纳罚金,每担罚金8角2分7厘,或
者将其制盐特许证吊销,将盐板打破⑤。

另外,由于食米是盐民生活成本的最重要部分,所以每当米价上涨时,就会导致食盐收价相对较
低,致使制盐成本上升,从而更加严重影响盐民的H常生计。每当此种情况发生时,盐民的”H常反
抗”则更加激烈。比如清末民初,由于官盐低廉,米价上涨,漕泾镇盐民难以糊口,所以盐民想方设法
把食盐拿到农村去换米充饥,运的地方离盐产地越远,所能换取的价值越高,挑到阮巷每斤可换价值
5枚铜板的米,比漕泾多得价值2枚铜板的米,到亭林每斤盐则可换价值10枚铜板的米⑥。1921年7
月,柘林乡沿海一带的盐民因米珠薪桂,釉米每斤涨到百文,导致入不敷出,生计出现困难,所以6H
上午聚集数千人到南桥袁浦场公署,请求场长救济⑦。

虽然全面抗战前,史料中多有记载盐民生活贫苦以及走私泛滥,但是一般来说还是能够满足生存
所需,所以这一时期走私原因主要是收价与售价之间巨大差价所带来的利益。那么收价定为多少,方
能满足盐民的生活呢? 抗战结束后,有关人士在整理余姚盐场的时候就提出,米价不断增高,导致盐
民不断请求提高场区收价,又因为从来没有一定标准,致使往往迁延数月,不能解决,收盐停顿,走私
益盛。因此,他认为应该规定核价标准,即”千盐石米”(盐1千斤换米150斤),这样方能满足盐民生
活⑧。而”千盐石米”按照下表1中1936年米价(1石8元)和盐价(50公斤8角)来计算,正好1千斤
盐可以换1石米。另外,总体上看,反抗行为仍属可控,所以专商引岸制度仍得以维持。一个突出表
现就是到抗战前袁浦盐场的收盐数量相当可观。据统计,战前袁浦场共有晒板145935块,收量为
42万余市担⑨。而到沦陷时期更加糟糕的生活状况,使得民众”H常反抗”行为更加激烈,尤其是到抗
战胜利前夕,盐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起来反抗,从而致使H伪盐业制度陷入崩溃也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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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如此盐场:十余万盐民的悲惨生活》,《国讯》第127期,1936年4月21H,第431～432页。
素人:《岱山的盐民过的仍是原始时代的生活,他们的命运寄托在泥土上,多么诚朴的人民啊!》,《联合H报晚刊》,1946年5
月16H,第3版;《盐民的生活叫你不敢相信,这是人间的事》,香港《工商H报》,1934年10月25H,第15版;《人间地狱的
写真,不像人的盐民生活》,《大晚报》,1934年11月4H,第5版。
《会务纪要:柘林盐民请酌加盐价案》,《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130期,1934年5月,第4～5页。
华光:《江苏金山卫盐民生活散记》,《教育与民众》1937年第8卷第8期,第1343～1345页。
《据转请饬收回产盐限额不足科罚之成命以维盐民生计案:(一)致松江盐运副使函(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九H)》,《浦东同乡会
年报》1936年年报卷,第4～5页。
漕泾志编纂委员会编:《漕泾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松江盐民集众求乞》,《民意报》,1920年7月12H,第3版。
左慧:《特写:沦陷五年之余姚盐场(附表)》,《盐务月报》1946年第5卷第5期,第48～57页。
田野秋、周维亮合编,朱玖莹校订:《中华盐业史》,第385～386页。



二 全面抗战时期盐的收购与”日常反抗”的兴起

全面抗战时期H伪政权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收购袁浦盐场产盐,先是奉贤盐业合作社,后被裕华
盐业公司所接收。战时盐民的”H常反抗”同样主要表现为食盐的走私,在后期还表现为盐民消极生
产。另外,”H常反抗”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1943年前,由于收价过低,再加上H伪政府对盐场控制
较为薄弱,使得盐民的”H常反抗”持续存在;1943年,汪伪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走私暂时处于
低潮;自1944年年中开始,由于沦陷区经济的崩溃,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盐民的”H常反抗”再度高涨。

1.盐的收购
战争使得袁浦盐场在全面抗战初期陷入混乱。这一时期国民党游击队长期活跃在奉贤等地。盐

场控制权在国民党和H军之间交替。1939年7月,H军攻入浦南及浦东大团一带。七八百名H军配
以机械化装备,攻入位于柘林的盐廒,但是并且意图继续占领奉贤盐廒,但是在大团近郊及沿海一带,
遭遇激烈抵抗。被H军占领的柘林盐廒,其盐场民众全体逃散①。紧随其后,游击队丁锡山部,派大
队包围浦南奉贤产盐区域,与H军发生激战,钱家桥失而复得三次,才被完全收复。奉松边境的柘林
盐区亦被丁部攻入,H军退回南桥。丁锡山部为避免被H军轰炸,于7月29H将部队转移到乡间,所
以柘林一带,中H双方均无派兵驻守②。因为频繁地交战,这一时期袁浦盐场完全崩溃。

等社会秩序初步稳定后,H伪地方政府为加强对袁浦盐场的控制,成立奉贤盐业合作社,之后该
社由裕华盐业公司所接收。1939年,H军一面在浦东地区加紧扫荡,一面大搞诱降活动。到下半年,
此地区”忠义救国军”基本上已垮台。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初步安定,H伪开始强化对松江产盐区的控
制。同年,H军成立”奉贤盐业合作总社”,下辖漂缺、西湾、钱家桥、柘林、褚家聚、金山卫、戚漂墩、平
安泐八个分社。该社由H人岩本出资,理事长由中国人张斌担任。1940年,由于资本不足,H商粟津
投资二三十万H元。1941年,理事长由王森接任。该社社员合计五六十人,其中H本人6名。另有
查产队百余人,保安队200余人③。袁浦盐场收盐事务,由奉贤盐业合作社独家经营,不容他人过
问④。1943年后,上海范围内的袁浦盐场,依照淮南、浙东的惯例,由裕华盐业公司收买所产盐斤,照
章纳税、运销。接收手续由裕华公司与奉贤盐业合作社洽商。同时,设置袁浦场场长公署,管理该场
盐务行政暨征税各项事务,周之光代理该场场长⑤。

表1 全面抗战时期松盐产区食盐收价及其与米价对比统计表⑥

时间 收价(每50公斤) 时间 米价(每石) 比率

全面抗战前 8角(旧法币) 全面抗战前 8元(旧法币) 1:10

1939年 2元(旧法币) 1939年 21.83(年均价,旧法币) 1:10.9

1940年2月 2.40元(旧法币) 1940年2月 50元(旧法币) 1:20.8

1940年秋 4元(旧法币) 1940年9月 72元(旧法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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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柘林盐廒被占》,《时报》,1939年7月18H,第3版。
《柘林钱桥夺回》,《时报》,1939年8月4H,第2版。
《(1)关于将奉贤盐业合作社编入盐务机关指挥监督下的文件》(■(1)奉賢塩業合作社ヲ塩務機関ノ指挥監督下二編入方ノ
件■),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Ref.B06050554100。
《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叶榭督运处1941年5月份办理盐务报告书》(1941年5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5。
《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关于设立袁浦场公署及委周之光为场长,并在南桥地方成立,办理一切盐务事宜,给叶榭督运处的训令》
(1943年5月27H),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0。
资料来源:上海市粮食局《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粮食志》,第561页;《1943年2月份松场状况报告书》(1943年2
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3;《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叶榭督运处1942年6月份办理盐务报告书》(1942年6月),
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5;《财政部盐务署松江区盐务管理局袁浦场公署关于报送收盐成本表请核定场价以增产
量给管理局的呈(附收盐成本表)》(1945年7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46;《奉贤县物价志》,上海:上海市奉贤
县物价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37～39页。



续表

时间 收价(每50公斤) 时间 米价(每石) 比率

1941年 6.8元(旧法币) 1941年 131.9元(年均价,旧法币) 1:19.4

1942年6月 18元(旧法币) 1942年6月 400元(旧法币) 1:22.2

1942年底 20元(中储券) 1942年12月 750元(中储券) 1:37.5

1943年 29.97元(中储券)
1943年1月 1000元(中储券) 1:33.4

1943年12月 2000元(中储券) 1:66.7

1944年1、8月 76.923(中储券)
1944年1月 2230元(中储券) 1:29

1944年8月 8100元(中储券) 1:105

1945年初、7月 350元(中储券)
1945年1月 4万(中储券) 1:114.3

1945年7月 9万(中储券) 1:257.1

  注:本统计表中米价除全面抗战前和1945年7月使用的是袁浦盐场米价,其他时间由于资料原因,均使用的是《奉贤县物价志》

中中等梗米的价格替代。

全面抗战时期,盐的收价与战前一样由盐场定价,并且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盐场持续提高
食盐收价,不过增速远低于米价上涨速度。1939年,奉贤盐业合作社开场收盐时的盐价为每50公斤
法币2元。1940年2月,改为2.4元,秋天改为4元。1941年,因生活成本增加,收盐价格随之改为
6.8元①。不过,同时期米价增长速度超过食盐收价,致使盐民”每H三餐均无一饱,嗷嗷待哺,乞援无
门”②。据统计,1939年食盐收价与米价的比率为1:10.9,而到了1940年2月,这一比率提高到
1:20.8,之后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维持在1:20左右。而正是盐价与米价的比率失衡,致使虽然收盐
价格不断提高,但是盐民仍然无法满足基本生活。柘林镇长在给伪奉贤公署的请示中说,”据查盐民
贫苦者,数在万户,若不妥筹补救方法,长此以往,非至饿死,亦必流为匪类”③。而钱桥乡长更是直接
请求伪奉贤公署署长照会盐业合作社先行增加盐价,以安众心④。

2.日常反抗的兴起及其阶段性特征
盐民的生计受到影响,而走私可以获得较高收益,也使得盐民主要采取走私方式来反抗H伪政权

的统制⑤。据统计,战时袁浦盐场产地附近各镇的盐价不及上海市私盐价格的四分之一,而售于盐廒
的官定价格,又不及各镇私盐价格的四分之一。比如1942年盐廒收买价格为每担18元,附近各镇私
盐价格为每担七八十元,而上海市私盐价格为每担200元⑥。所以,1942年7月,奉贤盐民王继宗挑
食盐98斤到县城出售,售价每斤8角5分,而对比同时期食盐收价,每斤才1角8分⑦。

走私能获得较高收益,也使得抗战时期每年因为走私而发生的缉私案件频繁出现。1939年9月
29H,伪奉贤公署署员刘亮率领巡官林汉文、警长徐锡生、严公达及警士陈凤田等19名,在柘林镇西
首、西湾镇一带搜查”匪徒”,搜得私盐船9只,装有食盐300担⑧。1940年,上海市警备队缉获川沙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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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上海市粮食局《上海粮食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粮食志》,第561页。
《奉贤县柘林镇公所关于盐民生活困苦请求设法救济以苏民困的呈》(1941年1月17H),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2
484。
《奉贤县柘林镇公所报盐民集众求乞请求设法救济的呈》(1941年2月24H),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2 484。
《奉贤县钱桥乡公所报发放盐民食米请求咨照增加盐价的呈》(1941年3月2H),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2 484。
偶尔也会采取请愿的方式进行反抗,如1941年因物价飞涨,柘林一带的500余名盐民到盐业合作社请求救济(参见《奉贤盐
民,请愿求救》,《国民新闻》,1941年3月12H,第7版)。
沈宇:《奉贤褚家聚产盐概况》,《上海工商周报》第1期,1944年11月1H,第14～15页。
《上海特别市兼理司法奉贤区公署关于讯问庄连生、王继宗、王英弟等的讯问笔录》(1942年7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

103 5 333。
《H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关于汇报奉贤警察署协同友军在柘林镇捕获匪嫌犯宋鹿鸣一名、私盐船九只经过及办理情形的呈》
(1939年10月11H),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1 3 283 86。



自新所贩私盐62担①。1942年,上海市警备队查获上川铁路工人张景元利用铁路从浦东私运食盐到
上海市区②。而H伪政府的缉私队员甚至和私贩合谋,共同走私。1942年,奉贤区警察局就查获了奉
贤盐业合作社总队部队员庄来生和王英弟、王铃第等合谋走私案件。据庄来生称,是他叫王英弟等人
挑食盐到县城出售,而他每担收取好处费7元③。

除此之外,私盐泛滥还表现为全面抗战初期百物价格上涨,但离袁浦等两浙盐场较近的苏五属各
地,因私盐贩运较为方便,所以盐价较为便宜。1937年,奉贤县食盐年均价格为0.085元每市斤,

1938年为0.115元每市斤,1939年为0.125元每市斤,食盐价格的上涨微乎其微④。上海市盐价情
况类似。相比之下,同一地区,其他H用品的价格却大幅上涨。据《申报》1939年12月3H报道,抗
战前1元可买一二十箍,但此时只能购买8箍。煤球的价格也一涨再涨,为七八十元1吨,3元8角1
担。米价则更是飞涨,常顶梗高达41元,昆山梗米也在39元以上⑤。与上述地区相反,沦陷初期,远
离两浙盐场的其他苏五属各地,私盐贩运较为困难,盐价较高。镇江自H军盘踞后,商业萧条。H用
百货物价,因来源短少,物价飞涨,如米面油盐等,都供不应求⑥。昆山也因为盐价暴涨,居民莫不叫
苦⑦。另外,不仅仅是在上海地区,抗战时期整个两浙盐区私盐的泛滥甚至还引发了国民政府的不
满。1944年2月,两浙盐务管理局台属下发训令称:当时沦陷区走私侵销的食盐数量占据了市场大
半,因此下令长亭场公署查明私盐销售情况⑧。

另外,这一时期食盐走私是盐民和走私贩共同合作的结果,盐民往往负责走私链条中其中一个环
节。比如,1942年8月,叶榭督运处查到私贩沈姓从柘林盐民手中购买600担食盐运往上海销售⑨。
不过,大私贩往往并不是直接运往上海市区销售,而是运往靠近上海市区周边的各镇销售。据伪三林
镇镇长康锡栋称该镇私盐由大贩户(俗称私盐贩子)向产地叶榭(松江属)、青村港(奉贤属)等处运来,
在三林售予小贩户,分销东昌路沿浦一带,在产地每担(百市斤)售2元8角左右,再加上水脚运到三
林每担售3元6角左右,每H约销三四十担�,-。然后,大量的上海市区私贩到周边各镇购买私盐运往
市区。如私贩陈小三子、胡成敏在七宝购得私盐数十斤,拟带往周家桥贩卖,行经宗家巷,被警查
获�,.。私贩张汉林、沈根青在龙王庙地方各购得私盐50斤,意图贩运至租界,变卖赢利,经过陆家渡
被警察查获�,/。最后,被小贩带到上海市区的私盐有时由他们自已贩卖,有时候也卖给商家,再由他
们卖给上海市民。如私贩周阿坤在门口零卖的食盐是他自已从虹桥贩来的,而私贩卢金标、余柳生所
卖食盐是从小贩浦东贩来的�,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场私是食盐贩私之源,自清代以来一直如此。所
以清代两浙盐课监察御史卫执蒲曾判断说:”场舍为产盐之所,灶户乃煎办之人,除此之外,盐无他出,
故官引之配销不足,枭徒之肆横行私,皆场灶多煎卖之所致。”�,1这种场灶煎卖的情况到抗战时期一直

·2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

�,/

�,0

�,1

《苏五属税警局本年九月二十三H缉字第九号呈报》(1940年9月23H),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1 4 344。
《H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上川铁路已革路工张景元包运私盐的文件》(1942年6月26H),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R1 10 207。
《上海特别市兼理司法奉贤区公署关于讯问庄连生、王继宗、王英弟等的讯问笔录》(1942年7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

103 5 333。
《奉贤县物价志》,第23～24页。
《今H无如吃饭难,油米粉麦大贵特贵,人生到此天道宁论》,《申报》,1939年12月3H,第8版。
《镇江物价飞涨,可见民生困苦》,《申报》,1939年10月28H,第7版。
《昆山伪县署,设立伪盐务处,张正义任伪主任》,《申报》,1939年1月9H,第8版。
陈君静、来亚文:《抗战期间,两浙盐务管理局的私盐防缉》,《中国档案报》,2023年2月17H,第3版。
《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叶榭督运处关于查报柘林等处私运苦卤人犯姓名住址给松江盐务局的呈》(1942年8月2H),奉贤区档
案馆藏,档号:103 5 125。
《H伪督办上海市镇公署警察局为汇报杨思警察所辖境三林中市设有盐场情况的呈》(1938年5月30H),奉贤区档案馆藏,
档号:R1 2 202 1。
《诉陈小三子、胡成敏私盐案》(194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38 2 1089。
《诉沈根青、张汉林私盐案》(194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38 2 1189。
《诉周阿坤等私盐案》(194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38 2 4947;《H伪上海地方法院关于卢金标、余柳生贩卖私盐案》
(194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43 2 8375。
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存在。
这一时期,私盐进入上海市区的一个最重要的中转站就是浦东的龙王庙。在抗战时期有大量的

缉私案件都与龙王庙有关,仅1940年就发生多起。如,施阿林在龙王庙购得私盐50斤,拟携往浦西
出售,在行经东昌路小菜场被警察查获①。倪氏、徐陈氏等均因生活困难,在龙王庙地方买得私盐40
斤或30斤不等,前往租界贩卖,被浦东警察署查获②。朱和祥、陈根发、吴小林至龙王庙贩卖私盐以
船装运至租界变卖,行至白莲泾港被水上警察查获③。其实龙王庙不仅是食盐走私的重要中转站,也
是米粮走私贸易的中转站。《申报》上曾提到走私路线:”在米粮统制时,松江金山各地之米粮,由于封
锁严厉,均转辗由小路走私……上南路及周浦至北蔡至龙王庙,原是偷运米粮的大道。”④私盐贩卖也
大致如此。

因为私盐充斥,必然导致收盐数量的大量减少,这也反映出战时盐民走私规模之大。《上海工商
周报》中称,1941年,褚家聚盐廒收盐成绩仅500余担,尚不足旺收时期三四H的产量,其余食盐,皆
已流入黑市⑤。1942年,据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叶榭督运处的报告称:”合作社所收不过十分之二,其余
十分之八走私”⑥。抗战胜利后,袁浦盐场公署场长章云秋在《袁浦盐场概况》中记载:”敌伪时,每年
收盐不过二万担”⑦。奉贤盐业合作社给H本大使馆的报告中,对于收盐成绩的估计虽较为乐观,但
也称合作社收盐数量不足三分之一,大部分食盐都被盐民私自售于周边各镇⑧。收盐数量过少,甚至
引发了H本政府的不满,这也是奉贤盐业合作社创办之初由H人岩本和中国人张斌负责,后被粟津和
王森替代的重要原因⑨。

1941年,王森接任理事长后,试图通过增加收价等方式来增加收盐数量。所以叶榭督运处刚开
始称他竭力整顿,一面严杜场私,以防走漏,一面平准秤量,增加收价(每市担已增至5元8角4分),
以结民心。实行整顿以来,板户极端”感恩戴德”,无不尽量缴廒,又因时值旺月,于是收数实增。每遇
天气晴朗,合作社管辖的六座盐廒,每H可共收2千担左右,成绩不亚于战前,该社自亦H臻巩固�,-。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增加的收价十分有限,赶不上物价增加速度。故叶榭督运处在1942年6月份的
报告中又称,板户方面售私盐每担可售40元(旧币),到廒仓缴纳食盐每担仅有18元,所以也不愿意
缴廒�,.。以至于到1942年末,褚家聚、戚漂墩、钱家桥、漂缺、金山卫等五廒只留少数员役看管,并不
收盐,仅有西湾、柘林两廒尚且维持残喘而已�,/。具体情况如下表2。由此可见,虽然H伪建立奉贤盐
业合作社,试图加强对袁浦盐场的控制,但是在战时盐民为求生计的背景下,食盐收价和私盐售价存
在巨大差异,因而私盐泛滥。当然私盐泛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H伪政府对袁浦盐场的控制力薄
弱有关,不过也方便了盐民对H伪政府的反抗�,0。所以有人指出,欲使盐政办理完善,必须增加收买
价格、提高员警待遇、武装保护盐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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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

�,/

�,0

《诉施阿林私盐案》(1940年7月31H),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38 2 906。
《诉徐陈氏、池倪氏私盐案》(194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38 2 720。
《诉朱和祥、陈根发、吴小林私盐案》(194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38 2 1901。
志澄:《近郊通讯:开禁后之米粮运输》,《申报》,1945年7月23H,第1版。

�,1 沈宇:《奉贤褚家聚产盐概况》,《上海工商周报》第1期,1944年11月1H,第14～15页。
《叶榭督运处1942年7月份办理盐务报告书》(1942年7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5。
柳国瑜主编:《奉贤盐政志》,第8页。

⑨ 《(1)关于将奉贤盐业合作社编入盐务机关指挥监督下的文件》(■(1)奉賢塩業合作社ヲ塩務機関ノ指挥監督下二編入方
ノ件■),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Ref.B06050554100。

�,. 《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叶榭督运处1941年6月份办理盐务报告书》(1941年6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5。
《1943年2月份松场状况报告书》(1943年2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3。
私盐泛滥还与H伪政府对于袁浦盐场盐区控制力薄弱有密切的关系,”忠义救国军”垮台后,当地依然存在不受H伪政府控
制的零星的武装势力,1940年,已投降H伪政府的”忠义救国军”丁锡山部营长徐顺庆,纵兵抢劫漂缺镇盐业合作分社的食
盐,并与前来调查的保安队发生冲突,后经H军南桥守备队尾嘉部队长调解之后,事态才得以平息[参见《(H伪)上海特别市
警察局为汇报丁部营长徐顺庆部抢劫的呈》(1940年9月5H),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R1 3 172 51]。



表2 1942年底奉贤盐业合作社各分社现状统计表①

名称 存盐约计(担) 现在情况 剩留员役(人) 备考

金山卫 950 停止收盐 3 盐价收进每担20元

漂缺 70 同上 3

柘林 3250
约收产数百分之十,天晴每天计30担左右
(其余百分之九十走私) 5 每天收进盐斤存数H有增加

西湾 550 约收产数百分之十,计八九担左右 5

钱家桥 18 停止收盐 3

戚漂墩 70 同上 2

褚家聚 80 同上 3

奉东 无

平安泐 无

  ”H常反抗”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虽然1943年前,由于盐民的”H常反抗”再加上其他因素致使
走私泛滥,但是1943年H伪袁浦场设置之后,即通过各种方式提高了收盐成绩,从而也反映出盐民的
”H常反抗”暂时处于低潮。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高盐的收价,由1942年底每50公斤的20元(中
储券),提高到1943年的29.97元,再提高到1944年1—8月份的76.923元,使得食盐和米价比率保
持在相对合理状态,甚至1944年1月份的食盐和米价比率还略低于1942年底。具体情况见表1所
示。除此之外,袁浦盐场还通过恢复团保制度,着手调查统计各廒团板户、盐民人数及盐板数等方式
加强了对盐民的控制②。另外,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的”清乡”运动同样加强了对盐民的控制。在
”清乡”运动期间,浦南各要道,均设有检问所。每口相距六七里,有H军4人及伪军6人驻守盘查,上
午8时开放,下午5时关闭。乡民经过均须由保甲长出具证明书,以致盐民前往海滩工作都变得十分
不便,私盐走私随之减少③。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下,袁浦场的收盐数量、效率也远高于奉贤盐业合
作社时期。据统计,到1943年,袁浦场大约有盐板6万块,按照年产317斤计算,约可产盐18万担左
右④。而1943年收盐数大约在10万担,约占总产量的二分之一以上⑤。同为两浙盐区的余姚盐场大
致收盐情况和袁浦盐场类似。直到1943年3月,伪余姚县政府举办清乡,并大力进行缉私,在H军的
协助下用竹篱笆将整个盐场封闭,并派遣士兵在海面巡逻,次月该场食盐收运由裕华公司委托华丰公
司接办,是以收盐范围能达于全场⑥。

但是从1944年年中左右开始,盐民的H常反抗再度兴盛,其原因同样和食盐收价和米价比率的
上升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时期沦陷区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致使物价飞涨,其中突出表现就是米价
的上涨。1944年5月,上海市的米价为4600元每石,但是到了6月,米价急剧上涨到8000元每石,7
月涨到1万元每石,到1945年1月更是涨到4万元每石⑦。部分地区的米价甚至一天中早晚不同。
如大团镇1944年11月4号午前米价为每石16000元,午后傍晚时涨至16500元,7号晨米价已涨
至18000元,真可谓”士别三H,刮目相看”⑧。同时期食盐收价虽然也在上涨,由1944年1—8月每
50公斤76.923元(中储券)上涨到1945年的350元(中储券),但是上涨速度远不及米价的上涨,这
也就导致了食盐收价和米价比率再次发生了大幅提升,由1944年1月的1:29,涨到8月的1:105,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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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资料来源:《1943年2月份松场状况报告书》(1943年2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3。
《袁浦场调查》(1943年),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33。
《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叶榭督运处1942年9月份办理盐务报告书》(1942年9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6。
《各团保花名及板册》(1943年),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16。
《袁浦场调查》(1943年),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33。
左慧:《沦陷五年之余姚盐场》,《盐务月报》1946年第5卷第5期,第48～57页。
《奉贤县物价志》,第39页。
逸飞:《重话大团》,《申报》,1944年11月23H,第2、3版。



涨到1945年1月的1:114.3,最后到7月的1:257.1。具体比率情况见表1。食盐收价和米价比率
的巨大增长,也就意味着盐民制盐成本的飞涨。1945年7月,据伪袁浦盐场公署调查,以一家四口全
体工作而论,即能摊晒盐板最多不过60块,全年产量只190担,即按场价计6万余元。而其全家一年
食用每人每月以2斗5升计,需费已达90余万元,故以工食及其他费用计算,每担成本应合9000余
元①。制盐成本是收盐价格的25倍左右。制盐与收盐之间巨大的差异使得盐民依靠制盐,然后缴给
盐廒根本无以生存。

这一时期H常反抗再度兴盛,同样表现为收盐数量再次减少。太仓、松江、川沙、宝山、崇明、上海
市区及上海周边等处食盐,向来由上海转拨,每月配给额约19万担。但是,自1944年7月份以后,裕
华公司仅交到上海直渡盐斤1万余担,杯水车薪,即使上海一区也不敷分配,致使各处断盐均达数月
之久②。因为”清乡”运动后,H伪对盐民控制的加强,所以此时盐民的”H常反抗”方式除了走私以
外,更为重要的是盐民消极生产。1945年4月30H,柘林场所主任在给袁浦场场长的报告中称,虽
然现在每板收数可以估计,但最终收数如何,还要看盐民工作的积极性。而现如今米价的飞速上涨,
导致生活成本远高于战前,盐民难以生活,所以为了提高产量,必须迅速增加盐的收价,从而提高盐民
生产的积极性③。

三 日伪”官收官运官销”制度的建立与崩溃

因为袁浦盐场是上海食盐的重要来源,所以袁浦盐场盐民”H常反抗”的阶段性特征也对应起上
海地区H伪食盐运销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到1942年,民众的”H常反抗”再加上
其他因素使得H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食盐运销制度,1943年汪伪政府通过一系
列措施,加强了对于食盐运销的控制,从而使得”官收官运官销”制度正式建立,但从1944年下半年开
始,随着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以及H伪统制下沦陷区经济的崩溃,”H常反抗”再度活跃,最终致使”官收
官运官销”制度陷入崩溃。

战争使得原有的专商引岸制度陷入崩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战争致使上海市场所销售
的食盐出现新的来源,并且原有的运输路径被阻断。上海原为两浙销区,抗战爆发之后,两淮等处的
食盐也开始在上海出售④。另外,全面抗战初期,浙东岱山、余姚食盐运往上海租界,十分困难,因此
停止向浙东采办食盐⑤。同时,由于余姚、岱山食盐销区苏五属等地的沦陷,此路的盐商也停止收运,
所以此地食盐的销售大受打击。而且,厥商也乘机减少额盐,收盐每月只有1次,有时二三个月收1
次⑥。战争同样使得上海郊县各地原有的盐子店、官栈,大多被迫关闭。嘉宝官盐栈战前负责嘉定、
宝山两县官盐销售。嘉定总栈设在南门内。”八一三”战事发生后,所有存盐损失无余,到1939年仍
未复业,各职员也均被解散⑦。宝山结一、结九公永和官盐栈,设于闸北邢家木桥堍,营销宝山结一、
结九等官盐。”八一三”战事爆发后,该栈地处战区,损失殆尽,无法营业。至于附设各子店因为都在
战区,所以同时停歇,职员一律解散⑧。原有食盐运销体系的崩溃,甚至伪上海市政府允许各地区自
行向盐区采购食盐。1937年12月,高桥镇长丁凤山请求以镇务会议的名义向产盐区域购买食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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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财政部盐务署松江区盐务管理局袁浦场公署关于报送收盐成本表请核定场价以增产量给管理局的呈(附收盐成本表)》
(1945年7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46。
《裕华公司致财政部快邮代电》(1944年10月30H),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
3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
《袁浦场公署柘林场务所关于查报场价以战前斗米担盐核算请准增场价以利产量给袁浦场公署的呈》(1945年4月30H),
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46。
《沪市两租界私盐充斥,当局缉私甚严》,《申报》,1938年10月20H,第10版。
《租界食盐市况,酱园不愿采办私盐,幸赖精盐存货充足》,《申报》,1938年10月18H,第10版。
《余姚盐业与盐民》,《申报》,1938年11月12H,第6版。
《嘉定官盐栈启事》,《申报》,1939年5月4H,第12版。
《宝山结一、结九公永和官盐栈启事》,《申报》,1939年5月7H,第6版。



给商店使用,得到了伪上海市大道市政府的许可①。
由于对华侵略陷入长期战争,H本认识到,单凭自身国力难以维系。为此,H军在沦陷区极力推

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以便更好地掌控和利用沦陷区的经济资源。盐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自然成为
H伪政府统制的关键对象。1938年3月18H,H军出台华中政权区域内盐务有关方案,决定盐务采
用专卖制度。在该区域内贩卖的食盐,由政府指定的官署按照一定的价格,统购本区域内的产盐,由
外地运入的食盐,也由政府以一定的价格收购。另外,盐由政府发卖,大致因袭旧有制度,对原有总批
发人及分销人的营业,除认为有特别不适宜者,原则上都不加变动。盐务管理局,设于上海,在叶榭、
浏河、苏州、南京、芜湖、杭州设盐务管理分局。这一做法表面上是H伪试图恢复旧有的专商引岸制
度,但同时H伪又强调所拟之盐专卖制度,并非”旧政府”盐务的因袭,实为新创,凡是与旧有盐务制度
相关者,一切概不继承②。1938年5月,H军成立通源盐业公司,统一负责苏、浙、皖的食盐运销事务。
所有苏、浙、皖三省境内盐务,由H本军部直接统制,交由通源盐业公司独家专卖。并且由军部设立盐
务署,协助通源盐业公司推行业务,举办缉私。通源盐业公司在各地所需盐斤,统由和平组合供给③。
1939年,在H本军部暨兴亚院的指导下,改组为德源实业公司,扩充资本为H金300万,为隐名合伙
性质,仍以通源盐业公司为出名营业人。后又加入维新政府及华中盐业公司暨旧盐商股本200万元,
扩大了德源实业公司组织,共计资本500万元。该公司承销食盐主要来自于海州盐场,先由华中盐业
公司运到上海,然后再由它贩运苏、浙、皖及长江各地,转售各地盐商④。

位于该地区的上海,食盐运销自然也由通源盐业公司垄断。上海、南汇、川沙所属各地应销盐斤
由通源盐业公司呈准苏浙皖盐务署委托吉源盐栈承办⑤。嘉定亦是如此⑥。这也是沦陷前期,上海H
伪政府官卖食盐的主要来源。另外,上海租界的食盐运销也受到H伪政府的侵袭。全面抗战爆发前,
上海租界的食盐由公茂盐栈承销。全面抗战爆发后,H伪先后组织同茂、隆茂盐栈并与通源盐业公司
签订承销合约⑦。而原有的公茂盐栈面临着很大的经营危机,前文已经提及主要是食盐来源被切断,
余姚虽然产盐丰富,但无法供应,原因在于上海系沦陷区域,沿海为H舰封锁,以致浙盐运沪,事实上
有困难。这也导致淮盐(主要来自海州盐场)取代浙盐充斥上海⑧。除此之外,袁浦盐场的产盐仍由
奉贤盐业合作社独家经营⑨。

值得注意的是,新成立的盐业公司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标志着”官收官运官销”制度雏形的出现。
正如人们所判断的:”这些公司多为产销一体的企业,与过去的民制、官督、商运、商销不尽相同。这些公
司侵占中国盐田,增加盐产,垄断运销,其主要目的为牟取暴利和掠夺中国盐输H,以战养战。”�,-

不过,沦陷前期盐民的”H常反抗”,再加上H伪政府对袁浦盐场控制力薄弱等因素,导致走私泛
滥,而该盐场也是战时上海食盐供应的重要来源,从而也致使以掠夺为本质的食盐运销体系并未建立
起来。据全面抗战爆发前统计,袁浦盐场年产食盐42万市担,按照《中国盐政实录》中记载的一人一
年10斤盐来算,大约可供420万人食用;奉贤盐业合作社时期,袁浦盐场有盐板10万余块,年产食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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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缺乏食盐拟自行购买之件》(1937年12月31H),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R1 1 113 20。
《华中政权区域内盐务有关方案》(1938年3月18H),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第
3卷,第131～134页。
《盐务管理局局长刘谦安呈财政部》(1938年7月18H),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
第3卷,第146页。
《周吉甫向维新政府呈文:通源盐业公司组织缘起》(1939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
选辑》第3卷,第155～160页。
《伪上海督办市政公署关于苏浙皖盐务署请协助缉私》(193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1 1 2 204。
《H伪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关于商请转饬嘉定区公署停止征收通源盐业公司盐税,给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公函》(1940年3月15
H),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R1 3 494 49。
《通源盐业公司企图统制租界食盐》,《南华H报》,1939年5月25H,第2版;《法租界当局不准运销同茂盐》,《申报》,1938
年12月18H,第9版。
《浙盐业已告罄,淮盐充斥沪市,两淮沦陷H方劫夺统制》,《文汇报》,1939年3月26H,第7版。
《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叶榭督运处1941年5月份办理盐务报告书》(1941年5月),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25。
黄健、程龙刚、周劲编著:《抗战时期的中国盐业》,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434页。



30万市担,大约可供300万人食用①。而据统计,抗战时期上海市人口没有超过400万人,即使再加
上所属各县,人口大约550万人②。由此可见,袁浦盐场确实是战时上海食盐供应的重要来源。另
外,1939年6月21H,因为私盐泛滥,上海隆茂盐栈甚至宣布放弃租界食盐销售权,通源盐业公司试
图自已设栈承销③。还有,据1939年10月《中国商报》称,因为盐民在H伪的盘剥下,将食盐低价售
与私贩,设法运入上海,这也导致了上海租界私盐充斥和盐价降低④。并且据1941年11月5H《申
报》记载,近年两租界华籍居民所用食盐,大半购自浦东乡妇⑤。同时,据H伪盐务署统计,1940年松
江区即整个苏五属的销盐数量仅为452262.35市担,1941年也仅为622402.14市担,而战前1936
年这一数字为1791000市担⑥。邻近上海的平湖鼎丰酱园的食盐供应与使用状况,则说明不仅仅是
上海,靠近盐场的周边情况也大致如此⑦。另外,平湖境内的芦沥盐区紧临袁浦盐场,所以平湖的食
盐流通状况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地区的情况。在裕华盐业公司建立之前,鼎丰酱园靠零户、客商
作为食盐的主要供应渠道⑧。

然而,这一情况在1943年发生了改变。到1943年,H本发动数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使得国内国际
形势对其都极为不利。因此H本政府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开始重新考虑对华政策,采取”以华制华”
的新方针,试图通过加强汪伪政府的能力,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⑨。同时,汪伪政府也希望借助H本
对华新政策之机会,巩固其政治地位。在此背景之下,1943年2月,汪伪政府通过《战时经济政策纲
领》,开始实行战时经济统制,其主要内容是”调剂物价””增加生产””改造经济机构””节约消费””稳定
币值及调剂金融”以及实施经济统制�,-。

早在通源盐业公司成立之初,维新政府就对H军控制食盐专卖表示不满。1938年8月5H,维
新政府财政部致函军特务部长,认为盐税为国家收入大宗,关系财政,至关重要,盐政法规有悠久的历
史。通源盐业公司专卖食盐,不仅损害国家盐税,多数盐商和人民都受其害。因此,请特务部重新考
虑,另商办法,并且希望饬令该公司先行停止�,.。汪伪政府成立前,汪精卫等人也提出,”盐税为我国
收入大宗,但目前则毫无收入,华中有所谓通源公司,系H人经办之食盐运销机关,几不纳税,中央政
府成立前,应商得H方同意,中央政府成立后盐税税务行政及纳税办法,均须恢复事变前状况”,”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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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盐政实录》,南京:盐务署盐务稽核总所1933年编印,第14页;田野秋、周维亮合编,朱玖莹校订:《中华盐业史》,第
385～386页;《(1)关于将奉贤盐业合作社编入盐务机关指挥监督下的文件》(■(1)奉賢塩業合作社ヲ塩務機関ノ指挥監督下
二編入方ノ件■),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Ref.B06050554100;刘德法编著:《生命的盐》,北京:中国文
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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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川沙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川沙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上海市奉贤县县志修编委员会编著:
《奉贤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上海市宝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宝山县志》,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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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到,则中央政府不能成立”①。1941年9月裕华盐业公司成立,并开始逐步取代通源公司。自1942
年1月1H以后,通源公司停止收买、搬运、贩卖食盐,由裕华盐业公司接手,通源公司所存仓盐及在
途运送之盐,交由裕华盐业公司接收②。

上海的食盐运销同样逐步由裕华盐业公司接收。特别是此前通源盐业公司未曾开设分销处的奉
贤,此时也被纳入到裕华盐业公司运销范围之内。1943年4月,裕华盐业公司奉贤子盐店在南桥镇
十保十甲八户设立,规定凡属奉贤境内制酱业、腌腊业及其他需用食盐的各业与民间所需盐斤,均应
向该店购办,方属合法③。

裕华公司接手之初,食盐运销体系还是运转得较为顺利。这一点从盐价上有比较直观的反映。

1944年以前,江浙沦陷区基本没有发生过盐荒。食盐也一直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1943年,尚有人
把沦陷食盐供应与国统区对比,以沦陷区盐价的稳定来反映统治的稳定,他说:

  ”食盐和食米,同为安定民生的必需品。重庆治下的民众,自从事变以来,因为海盐的来源断绝,五年来无时
不在闹着食盐恐慌,民众苦不胜言,但是国府治下因为有产量丰富的海州盐、余姚盐,在战争中虽然一度闹过食
盐恐慌,可是不久恢复和平,今H的国府治下,再没感到食盐不足的民众了”。④

这些都表明了在一段时间内,H伪建立的盐政制度还是颇有效果。另外,据H伪盐务署统计
1943年松江区销售额为1038043.30市担,远高于1941年的622402.14市担⑤。除此之外,1943
年,裕华公司在平湖正式运营之后,当年即为鼎丰酱园提供98%的食盐,这一数量远超前几年。到
1944年,鼎丰酱园仍有将近一半的食盐来自裕华盐业公司⑥。至此,再加上前文已经提到1943年裕
华盐业公司接收袁浦盐场收盐事务,并通过一系列措施提高了收盐效率,食盐制度也由战前的专商引
岸制,转为由H伪政府统制下的”官收官运官销”制度。

但是,这一情况到抗战后期又发生了改变,盐民”H常反抗”的再度高涨,致使食盐运销体系再次
出现问题,从而迫使H伪政府不得不改变”官收官运官销”制度。因为供盐过少,裕华盐业公司名存实
亡。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裕华公司仅交到上海直渡盐斤1万余担,杯水车薪。另外,曾是上海官卖食
盐重要来源的海州盐场,此时也出现严重的生产危机。通货膨胀以及H伪政府收购定价过低,造成海
州济南场伪财政部出资的7家官督商办公司资金困难,到1945年仅剩1家在勉强维持⑦。所以,1944
年12月,上海市民宋元发出质问,为什么食盐未见有一次正式的配给:

  ”我国对于食盐向采统产统销之国家专卖制度,所以是我国最早具有统制经济意味之商品,以常理推之,在
目今实行食盐之统制及配给当较其他一切商品为容易,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在上海虽然各种市民必需的重要物
品都已实行按口配给的制度,但食盐却只有配给证,而从未见有一次正式的配给,这真使人百思而不解其原
因。”⑧

另外,食盐供给不足,也导致食盐价格的飞涨,甚至上涨速度超过了其他必需品。据《申报》记载,
到1944年4月份,上海居民才感受到了盐价高涨的压力。他们称,在H用品上涨的今天,素来不为人
注意的食盐,居然也珍贵起来。它的价格,亦步步上升。1943年1月食盐官价为1元9角1斤,5月
之后便逐渐上涨,现在官价已是4元5角1斤。私盐的卖价暴涨至15元至16元左右⑨。并且,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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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就最近食盐上涨幅度而言,实际已凌驾于一切必需品之上①。
除上海外,其他地方也出现类似情况。1945年1月至8月,裕华盐业公司为鼎丰酱园提供的食

盐由前一年的近一半进一步下降到24%。② 由于食盐运销出现问题,在此背景下,H伪政府开始改变
盐业制度。1945年6月,汪伪财政部颁布了招商承办运销食盐办法,其中规定各区食盐运销事务由
财务部核准商人承办,区域内各市县则由大包商再招小包商承办,并且小包商由大包商负责③。此
外,汪伪财政部也规定了承办商的资格,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具有旧运销商资格而确有
成绩者;具有地方历史与盐务有关者,并对于金融业、运输业有相当联络者;认销盐额每担筹足资本在
2万以上者④。另外,所有浙东、松江、淮南三区官收盐斤事业,也随之停止。在各该区未恢复廒商以
前,暂由承办运销商一面将存盐陆续运销,一面将新产盐斤一并收购入廒⑤。1945年7月,袁浦场的
收盐工作由恒顺公司接办营业⑥。不过这一时期因为米价暴涨,招商承办也并非易事。余姚盐场招
商承办时,规定盐价为每担9000元,致使无人愿意承办⑦。

当然,这一时期盐业制度的崩溃还和整个沦陷区经济的崩溃有着直接关系。由于物价增长过快,
使得H伪政府也无力通过快速、大幅度提高食盐收价的方式来抑制盐民的”H常反抗”。在当时因为
通货膨胀的发生,甚至出现了现金缺乏的现象。1944年底,上海市民余二就在《申报》上公开倡导:
”春节以前,本市现钞流通奇缺,大家以为现钞可贵。所以,我们也不能随便消耗靡费。敬盼上海市民
诸君,尤其是比较富裕阶级,在崇尚节约中度此春节。”⑧另外,即使是公务员也因为物价暴涨而导致
生活困难。公务员虽然一再加薪,但是工资增加速度赶不上物价增长速度,从而迫使H伪政府采取免
费配发俸米的方式加以解决⑨。

四 结  语

全面抗战时期,袁浦盐场盐民在H常生活中的反抗基本上是自发的、分散的。H伪政府成立了专
门的机构来收购袁浦盐场产盐,先是奉贤盐业合作社,后被裕华盐业公司所接收。米价的上涨,致使
米价与食盐收价的比率持续扩大,进而影响盐民生计,使得盐民主要采取走私方式来反抗H伪政权的
统制,而这也必然导致奉贤盐业合作社收盐数量极其有限。另外,盐民的”H常反抗”也表现出阶段性
特征。1943年前,食盐收价过低,再加上H伪对盐场控制薄弱等因素,导致”H常反抗”持续发生。

1943年,H伪通过”清乡”运动、提高盐的收价等措施,使得走私暂时处于低潮,袁浦盐场的收盐量也
大大提高。不过从1944年年中开始,由于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米价与食盐收价的比率再次扩大,盐民
的”H常反抗”也再度高涨。

我们不能忽略或低估”H常反抗”的作用及意义。盐民的”H常反抗”及其阶段性特征对应了上海
地区H伪食盐运销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在上海盐业制度的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全面抗战爆发
之初到1942年,盐民的”H常反抗”,使得H伪政府始终未能在上海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食盐运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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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盐务管理局关于恒顺盐业公司拟在袁浦场辖区收购盐斤,并请将改设秤放所情形,具报给袁浦场公署的训令》(1945
年7月31H),奉贤区档案馆藏,档号:103 5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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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H常反抗”暂时处于低潮等,从而使得”官收官运官销”制度正式建立,但从1944年下半年
开始,随着”H常反抗”的再度活跃,最终致使”官收官运官销”制度陷入崩溃。不可否认,其中还有其
他原因在起作用,如抗战后期H伪统制下沦陷区经济的崩溃,H伪政府无力通过快速提高收价来增加
食盐收购数量,但是盐民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盐民的”H常反抗”,从而加速了沦陷区
盐业制度的崩溃。总而言之,抗H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我们需要关注到
这些被迫生活在沦陷区的民众,其对H伪政府的”H常反抗”也发挥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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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ailyResistance”ofSaltWorkersinYuanpuSaltField
DuringtheTotal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

andtheChangesoftheSaltIndustrySysteminShanghai

GuiQiang

Abstract:AftertheoutbreakoftheTotalWarofResistanceagainstJaрaneseAggression,theJaрaneseрuррet
governmentsetuрasрecialagencytobuysaltfromYuanрuSaltField.Astheрriceofricerose,theratioofriceрrice
tosaltрricecontinuedtoexрand,whichinturnaffectedthelivelihoodofsaltworkersandmadethemresortto
smugglingtoresistthecontroloftheJaрaneseрuррetgovernment.Duetothe”dailyresistance”ofsaltworkersand
otherfactors,theJaрaneseрuррetgovernmentfailedtoestablishaneffectivesalttransрortationandmarketingsystem
inShanghaiforquiteawhile,whicheventuallyledtothecollaрseoftheJaрaneseрuррetgovernment,ssaltindustry
systemof”officialcollection,officialtransрortationandofficialsales”.Althoughtheresistanceofsaltworkersindaily
lifewasbasicallysрontaneousandscattered,wecan,tignoreorunderestimateitsrole.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
JaрaneseAggressionisanationalwarofChineseрeoрleresistingagainstforeignaggression.Weneedtoрayattention
totheseрeoрlewhostayedintheoccuрiedareas,their”dailyresistance”totheJaрaneseрuррetgovernmentandits
significance.
Keywords:TotalWarofResistanceagainstJaрaneseAggression;”DailyResistance”;SaltWorkers;SaltⅠndustry
System;Shanghai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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